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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海陆双重帝国架构何以樯倾楫摧
———明朝之百姓 “片板不得下海” 国策探析

于逢春　 谭婧霞

（浙江师范大学 边疆研究院， 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摘要： 宋元两朝初步形成了海陆双重帝国架构， 但伴随着明朝实施百姓 “片板不得下海” （海禁） 国策，
这番景象随之冰消瓦解。 该国策之产生， 缘于 “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 故 “时时以防民防边为念” （雍

正帝语）。 “防民” 是提防可能取而代之者， 朱氏通过戮尽功臣并借此废除丞相制以集权后， 其防范重点便转

移到士人与百姓身上， 尤其是格外防范海商、 渔民与游民。 “防边” 有二： 北元与倭寇。 因元顺帝及子孙不

但拥有标志着王朝正统性的传国玺， 还始终没有放弃大元国号， 拥有强大武力， 逼得明朝修筑万里长城来防

范。 至于倭寇， 明朝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 却对 “长于陆战， 短于水战” 的倭寇， 非但不主动

出海犁庭扫穴， 反而沿着海岸线修筑防海卫所， 借此隔绝民众的海上事业与外贸。 “防民” 是明朝实施海禁

的底层逻辑， 可能取朱家而代之的明朝官民、 北元王朝均是其 “心腹之患”。 与之相比， 倭寇则属 “癣疥之

疾”， 因为乌合之众的倭寇对明皇权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恰恰是这一点， 倭寇便成为明廷可资利用的道

具。 因为只要倭寇存在， 朝廷就有了对百姓海禁、 让皇室与官府借此垄断海上贸易的理由， 这也是各类真假

“倭寇” 能与强大的明朝共存 ２００ 多年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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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皇元混一声教， 无远弗届， 区宇之广， 旷古所未闻。 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 莫不执玉贡深，
以修民职， 梯山航海， 以通互市。 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 如东西州焉。①

这段话旨在展现元代中外商人在东西洋之间的海上贸易， 其顺畅程度有如在中国 （元朝） 府州

之间进行， 记述者是元朝旅行家汪大渊。 汪氏于至顺元年 （１３３０） 从泉州搭乘海舶远航， 经东海、
南海、 马六甲海峡、 孟加拉湾、 阿拉伯海、 红海等， 借陆路到达地中海， 再跨海到达今摩洛哥， 然后

返回泉州， 费时 ５ 年。 至元三年 （１３３７）， 汪氏二次远航到达了非洲莫桑比克海峡等处。 之所以能畅

游东西无阻， 是因为当时的东亚、 中亚、 西亚的大部分均在元朝治下， 海陆丝绸之路畅通无阻。
经过先秦以降的不间断发展， 宋元二朝将 “中国帆船时代” 推上了巅峰并初步形成了海陆双重

帝国架构， 海陆之间相得益彰。 学术界比较早地将宋元二朝称为 “海上帝国” 或 “海洋帝国” 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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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小林多加士。 他认为， “宋朝已经不是中国内陆国家， 而是将海上国家作为目标来运行”， “蒙古

帝国将大循环的国际商业网作为基盘并成为大海上帝国， 中国则处于东亚 ‘世界暨经济’ 中心的位

置上”。① 葛金芳认为， 宋元时期的中国至少应被视为 “海陆型国家”②。 于逢春则用 “海陆双重帝国

架构” 一词来界定宋元王朝国家构造。③

就经济形态而言， 农业虽然仍是宋元二朝主业， 但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已不占主要地位。 仅就海舶

税而言， 宋 “皇祐中五十三万有余， 治平中增十万， 中兴岁入二百万缗”④， 此项就占南宋全国财政

总收入的 ２０％左右。⑤ 而盐茶酒之利更高， 如两浙路之 “税十居其八”⑥。 仅延祐七年 （１３２０）， 元朝

的山场、 海舶税 “会计其钞， 皆数十万锭”⑦， 而当时 “天下所征包银差发， 岁入止十一万锭”⑧。 实

际上， 元朝财政收入的最大宗是盐税， 如天历二年 （１３２９）， 全年征收盐税 ７６６ 万多锭， 占国家财政

收入中的钱钞之 ８０％左右。⑨

上述可见， 历史进入宋元时期， 海洋经济与海上贸易及工商业均迥异于以前各朝， 农业之外的税

收占据二朝财政的绝大部分， 宋元二朝已经走出了单一农耕时代。 因此， 葛金芳认为， “如果沿着这

条道路走下去， 我国就有可能逐步转到海洋帝国的轨道上来”�I0。 另外， 宋元二朝已成功建构了 “环
中国海”�I1 与北印度洋贸易圈， 中国铜钱已成为该地域通用货币。 而到了元朝， “银作为统一的价值

标准” 在该贸易圈 “通用”�I2。 元朝海军与海商主导了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的军事与贸易， 从今泉州

港到今阿巴斯港络绎不绝的远洋商队， 凸显了元朝的越洋越海投送能力已达到当时的极致。 但遗憾的

是， 这些随着明朝对百姓的海禁国策的实施， 都瞬间随风而去。
目前， 学界对明朝海禁政策之研究， 成果比较丰富。�I3 当然， 明朝的海洋政策、 海外贸易制度素

来是学界关注的要点， 而明朝海军、 海防与海战等也是着力点之一。�I4 倭寇问题也是中外学者深耕之

处， 成果丰硕。�I5 另外， 对朱元璋通过屠戮开国功勋集团、 废除丞相、 控制士人思想及严厉剥夺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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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迁徙等手段来建构其绝对君主专制体制等议题， 多有研究。① 但这些行为与明朝海禁之间究竟是

什么关系， 则涉猎不多。 值得关注的是， 明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 本可以轻松地在海上碾

压困扰明朝二百多年的 “倭寇”。 富有陆海之战经验的朱元璋更深知 “倭寇长于陆战， 短于水战”②，
且在洪武朝初期也有过一次明军追击倭寇于琉球大洋并轻松予以歼灭的战例。 然而， 此战即终战， 整

个明初非但不再主动出海击敌， 反而沿着海岸线修筑了全长约 １. ４ 万余里的海防设施， 设置卫所， 部

署了约 ４０ 万正规军队以陆防海， 放弃了决战于海上的压倒性优势。 遗憾的是， 当我们追问出现这一

怪现象的底层逻辑时， 囿于眼界， 尚未发现有深入探究之成果。
那么， 朱元璋为什么一改宋元四百多年官民共同航海的辉煌伟业， 而毅然决然地实施其皇室、 官

府垄断海洋事业与贸易政策呢？ 为什么朱元璋主动放弃以强大海军歼敌于海上呢？ 无论是以日本破产

农民等为主的 “前期倭寇”， 还是以东南沿海明朝海商与渔民等为主的 “后期倭寇”， 他们面对强大

的明朝海军， 却能够长时段存在， 其与明朝海禁国策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支撑朱元璋对百姓实施海禁

国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
对于上述问题， 先行研究都有程度不同的探索或涉猎， 但着眼于上述问题意识且从深层逻辑上予

以彻底阐释者， 尚不多见。 尽管如此， 先行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再思考的线索与起点。 为此， 本文

拟在充分汲取先行研究成果基础上， 就上述问题予以进一步探讨。

一、 宋元海陆双重帝国架构

　 　 １. 官民共同航海与宋元海上事业

（１） 宋元造船业发达。 据何峰研究， 北宋真宗朝沿海各路船舶保有量总数约 １１ ７００ 艘， 总吨位

约 ８０ 万吨。 就海军力量而言， 南宋高宗朝仅韩世忠和张浚的水军便拥有约 ６０００ 艘、 总吨位达 １７ 万

吨的各型战舰。 其中， 中等尖底军舰一般舰身长 ２７ 米， 面阔 ８ 米， 船深 ８ 米， 最大宽度 １２ 米， 吃水

４ 米， 载重量约 ４５０ 吨。③

关于元朝海船， 伊本·拔都塔说： “中国船舶共分三等， 大者曰镇克， 中者曰曹， 第三曰喀克

姆”， “大船有三帆至十二帆， 帆皆以竹为横架， 织成席状， 大船一只可载一千人， 内有水手六百人，
兵士四百人， 另有小艇三只附属之”， “此类商船皆造于刺桐及兴克兰二埠”。④ 据研究， 至元七年到

至元二十九年 （１２７１—１２９２）， 元廷共打造了官江船 ８０００ 艘， 官海船 ９８００ 余艘， 共计 １７ ８００ 余艘，
至于民用海船更是不计其数。⑤

（２） 宋元航海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宋元远洋航海事业已从 “原始航海” 过渡到 “定量航海” 时

代， 主要表现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指南针被应用于航海， 掌握了海洋天文定位、 制作航海图与航路指

南书， 巧妙利用季风航行与三面风 （开岸风、 就岸风与顺风） 驾船等技术， 能比较准确地预测海洋

气象， 发明了 “嗅海底泥” 防船搁浅与舟外修补漏船工艺等。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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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业昌盛与航海科技发达， 使得宋元帝国航海事业又有了突出表现： 其一， 元朝开辟了离岸横

渡印度洋直达西亚与非洲东岸航线； 其二， 首次借助黑潮暖流北上之力， 开辟了北洋航线， 在远离海

岸的东海、 黄海深处前进， 从今杭州湾直抵天津港。
２. 环中国海与东西洋贸易圈的形成

宋元时期的中国人不但泛舟 “环中国海” 与北印度洋经商或经营其他生业， 而且开始定居当地，
使 “各贸易港埠， 华人几乎都掌握了主要的市场行销网， 地方性的贸易如此， 国际性的贸易也如

此”①。 迨至元朝， 因 “实行鼓励国际通商的自由经济政策， 促成了横跨非欧·欧亚大陆东西的空前

的大交流”， “这个大交流， 在东起日本海、 西至斡罗思和小亚细亚以及东地中海的蒙古版图内自不

必说， 即使蒙古不直接统治的西欧、 埃及的马木路克朝、 印度次大陆的哈勒吉朝和秃忽鲁朝， 以及东

南亚群岛海域、 非洲东部海岸线地带、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也在政治、 经济、 文化、 技术、 学术、 宗

教、 思想等诸多方面有所卷入。 所说的 ‘旧世界’， 以蒙古为中心在历史上首次与时间同步、 相互对

接”。②

（１） 核心贸易港。 宋元时代贸易港很多， 就核心港而言， 兹举泉州、 广州二港以说明之。 泉州

港是当时世界最大的贸易港， 伊本·白图泰说该港内停泊着大艟克约百艘， 小船无数。③ 吴澄形容泉

州 “蕃货、 远物、 珍宝、 奇玩之所渊薮， 殊方别域， 富商巨贾之所窟宅， 号为天下最”④。 马可波罗

则说， “所有印度船舶运载的香料及其他贵重货物咸集此港。 我敢断言， 如有一艘船运胡椒到亚历山

大港以供应基督教诸国， 则同时必有百艘船运来刺桐港 （泉州）。 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港口之

一。 这里货物堆积如山， 几乎难以想象”⑤。 对于广州港， 时有 “贾客财常万， 僧尼寺或千”⑥ 之誉。
孙蕡描绘广州道： “岢峨大舶映云日， 贾客千家万家室。”⑦ 鄂多立克说广州比威尼斯大三倍， “整个

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的船多”⑧。
（２） 中国铜钱与白银在环中国海及东西洋的地位。 史载， 当时的南洋诸国， “得中国钱， 分库藏

贮， 以为镇国之宝。 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 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⑨。 北宋 “内侍萧延皓使岭南还，
以民间私铸三等钱来上， 且言多与蛮人贸易”。 庆元三年 （１１９７）， “又自置市舶”， “舶商往来， 钱宝

所由以泄”。 嘉定元年 （１２０８）， “泉、 广二舶司及西、 南二泉司， 遣舟回易， 悉载金钱”。�I0 凡此种

种， 造成了贸易圈内诸国大都使用中国铜钱的局面。 而元代在铜钱之外， “银作为统一的价值标准可

以在各地通用”�I1。
（３） 以宋元二朝为中心的贸易圈与海外华人社群。 宋元特别是元朝的海上贸易圈由 “环中国

海”、 北印度洋之海上及周边国家构成， 贸易参与者既有所在国人士， 也有华人移民。
三佛齐 “地多檀香， 乳香， 以为华货”， “是国正在海南， 西至大食尚远， 华人诣大食， 至三佛

齐修船， 转易货物， 远贾幅凑， 故号最盛”。�I2 马八儿国 （今印度西南部）， “输出之粗货香料， 泰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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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运往蛮子大州； 别一部分则由商船西运至阿丹， 复由阿丹转运至埃及之亚历山大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ｅ）， 然

其额不及运往极东者十分之一”①。
居于中外贸易中介地位的海外华人数量巨大。 如爪哇国之新村， “村主广东人也。 约千余家。 各

处番舡皆聚此， 出卖金宝石及一应诸番货。 居人甚殷富”。 杜板有 “约千余家， 中国广东及彰州人多

逃居于此”。② 旧港的中国人 “多是广东、 漳、 泉州人逃居此地。 人甚富饶”③。 而位于今西亚的马鲁

涧国， “有酋长， 元临漳人， 陈其姓也”④。
３. 妈祖信仰圈的形成

宋朝以前的古代中国有多种海神。 到宋元时代， 妈祖地位不断上升， 最终一跃成为全国性的海

神， 一神独尊。 一般认为， 绍兴二十六年 （１１５６） 宋高宗封民间女子林默 （妈祖） 为 “灵惠夫人”，
成为妈祖得到朝廷封号之始。 但妈祖成为全国性海神， 是始于元世祖下诏， 册封妈祖为 “护国明著

天妃”⑤。 宋濂评论道： “惟南海女神灵惠夫人， 至元中， 以护海运有奇应， 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
庙曰灵慈。 直沽、 平江、 周泾、 泉、 福、 兴化等处皆有庙。”⑥ 嗣后， 元廷对妈祖的十数次敕封， 使

得妈祖愈益巩固其全国性独尊海神的地位， 也逐渐成为 “环中国海” 之海神， 妈祖信仰圈也随之

形成。
４. 元朝在 “环中国海” 的海战

南宋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一支比较强大的正规海军， 但主要用于内战， 与元代海军相

去甚远。 元朝海军的对内、 对外征讨之战， 将前近代海战模式演绎得淋漓尽致。 元世祖时代， 元朝海

军在北起鄂霍次克海、 南至爪哇海的辽阔海域， 凭借强大的远洋航行、 高超的编队航行技术多次征

战， 既有二征日本、 越洋收复占城、 跨海远征爪哇国之战， 也有收复库页岛、 两度登上台湾岛并在澎

湖设立巡检司之举， 动辄出兵数万乃至十数万， 凸显其船舶设施、 导航技术、 远程作战能力、 后勤制

度、 火器应用、 军用地图使用、 指南针导航等均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水平。

二、 百姓： 朱明王朝的心腹之患之一

　 　 纵观明初历史， 朱元璋为了实施百姓 “寸板不得下海” 国策， 是以严防臣民自由迁徙为前提的。
那么， 该前提与海禁国策之间有着什么内在逻辑关系呢？ 此乃本章的议题。

１. 建立绝对君主专制体制

吴晗评价朱元璋说： “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务， 都要亲自处理。 交给别人办， 当然可以节省精力、
时间， 但是第一他不放心， 不只怕别人不如他的尽心， 也怕别人徇私舞弊； 第二更重要的， 这样做就

慢慢会大权旁落， 而他这个人不只是大权独揽， 连小权也要独揽的。”⑦

出身于流民、 曾为托钵和尚的朱元璋， 对帮助他起家的功勋集团均极端不信任， 生怕他们效仿自

己所为， 将其赶下龙椅。 自洪武十三年 （１３８０） 起， 朱元璋便有预谋地、 有节奏地设计了胡惟庸案、
空印案、 郭桓案、 蓝玉案等， 集中且成批地将功臣诛杀殆尽。

洪武十三年， 朱元璋借胡惟庸案， 废除了古代中国实施两千多年， 旨在分解与制约君权的丞相

制， 从此将明朝拖入了绝对君主专制时代， 整个帝国官民都成为朱明王朝的家臣与奴婢， 生杀予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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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被牢牢地掌握在朱氏一族手里。
为掌控全国官民的思想与行为， 明朝建立了空前庞大的特务体系———厂卫。 “厂” 指东缉事厂、

西缉事厂、 内行厂， “卫” 指锦衣卫。 “厂” 由宦官掌管， “卫” 由勋戚都督统领， 都对皇帝直接负

责。 厂卫的建立， 为皇帝构筑了严密监控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百姓的网络， 使整个明代社会陷入了至

黑、 至恐时代。 以致明后期， 已有人提出： “明不亡于流寇， 而亡于厂卫。”①

２. 制定严苛的户籍制度以圈养臣民

朱元璋屠戮功臣、 废除丞相制与设立锦衣卫固然是为其独揽大权服务的， 但更着眼于圈养百姓。
因为开国功臣可以杀尽， 而百姓不能杀光， 故不可使百姓脱离官府的视线是其要点。 盖因朱元璋本身

是流民， 且利用流民起家， 想当然地认为臣民自由流动是最危险的， 故制定出远超前代的严密防民制

度， 将士、 农、 工、 商都置于朝廷的严密监视之下， 期望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 让士农工商四

民有序、 各守其业。
（１） 世袭性户籍制度。 明朝将户籍分为民户、 军户、 匠户、 灶户等， “毕以其业著籍， 人户以籍

为断”②。 其中， “凡军、 匠、 灶户， 役皆永充”③。 还规定： “凡军、 民、 驿、 灶、 医、 卜、 工、 乐诸

色人户， 并以籍为定。 若诈冒、 脱免、 避重就轻者， 杖八十， 其官司妄准脱免及变乱版籍者罪同。 若

诈称各卫军令， 不当军民差役者， 杖一百， 发边远充军。”④ 对于脱籍等变乱版籍者， 都予以严酷的

处罚。
（２） 里甲与黄册制度。 该制度是 “以一百一十户为里， 一里之中推丁粮多者十人为之长， 余百

户为十甲， 甲凡十人。 岁役里长一人， 甲首十人， 管摄一里之事。 城中曰坊， 近城曰厢， 乡都曰里。
凡十年一周， 先后则各以丁粮多寡为次， 每里编为一册， 册之首总为一图， 其里中鳏、 寡、 孤、 独不

任役者， 则带管于百一十户之外， 而列于图后， 名曰畸零”⑤。 黄册与里甲制相结合， 形成了周密而

详备的户籍制度， 确保世袭性户籍得以长期延续。
（３） 所有百姓均需固着于本地， 不得远游。 洪武十八年 （１３８５）， 户部 “申明天下， 四民各守其

业， 不许游食”⑥。 次年四月又榜谕天下： “其四民务在各守本业， 医、 卜者土著， 不得远游。 凡出入

作息， 乡邻必互知之。 其有不事生业而游惰者， 及舍匿他境游民者， 皆迁之远方。”⑦

作为配套措施， 必须远行的由官府发给路引： “自京为始， 遍布天下， 一切臣民， 朝出暮入， 务

必从容验丁。 市村人民， 舍客之际， 辨人生理， 验人引目。 生理是其本业， 引目相符而无异。”⑧ 洪

武二十六年 （１３９３）， 又在 “天下要冲去处” 设立巡检司， 专门盘诘往来可疑之人， 并规定 “凡军民

等往来但出百里者， 即验文引”。⑨

（４） 邻里之间必须互相监视， 否则连坐。 洪武十九年 （１３８６） 规定： “凡民邻里， 互相知丁， 互

知务业， 具在里、 甲、 县、 州、 府务必周知。 市村绝不许有逸夫。” 并赋予邻里亲戚诸人拘拿不守其

业、 游逸之人赴京的权力。 同时， 各个行业之间必须互相监视， 并有具体规定。 至于邻里之间， 更要

互相监视。�I0 对于所在有司、 邻人、 里甲， 有不务生理者， 则规定： “一月之间， 仍前不务生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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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时行： （万历） 《大明会典》 卷 １３９ 《关津二》， 明万历十五年内府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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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甲拿赴有司， 有司不理， 送赴京来， 以除当所、 当方之民患”， “犯之日， 四邻里甲同坐其罪，
的不虚示”。①

上述可见， 通过消灭功勋集团并借此废除丞相以集权， 设立厂卫将全体官民置于视线范围， 是朱

明王朝控制社会的主要手段。 同时， 朱氏期待通过刑罚、 经济强制与连坐等方式， 让百姓们 “使就

约束， 如鸟之在笼， 兽之在柙， 虽欲放逸， 有不可得”②。 如此一来， 通过封禁浩渺无垠的海洋， 不

让百姓一旦入海或啸聚或无消息， 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应该说， 戮功臣、 废相与设厂卫以集权， 重

点在 “防民”。 防民是明朝实施海禁的底层逻辑之所在。

三、 北元王朝： 明朝的另一个心腹之患

　 　 朱元璋 “时时以防民防边为念”， 但 “防民” 才是最根本， “防边” 是为 “防民” 服务。 明朝防

边主要有二： 防海、 防陆。 前者具体体现在 “海禁”。 明朝大修海上万里长城， 置卫所， 旨在防止百

姓入海， 顺带减少倭寇骚扰。 后者则体现在修筑陆上万里长城， 主要提防北元王朝。
１. 传国玺： 明与北元王朝之间的正统性之争

明军攻打大都前夕， 元顺帝携带传国玺北撤上都。 传国玺是古代中国皇权神授和正统的象征， 在

秦汉、 隋唐、 元清等 “大一统” 王朝均被视为本朝拥有正统地位的符号。③ 朱元璋占领大都后曾谓：
“天下一家， 尚有三事未了。 一少传国玺， 一王保保未擒， 一元太子无音问”。 为了抢夺传国玺， 明

军曾 “分四路出讨， 至漠北大败， 死者先后约四十余万人”。④ 以至于举国臣民都知道， 朱元璋对元

朝传国玺渴望已极： “陛下连年远征， 北出沙漠， 臣民万口一词， 为耻不得传国玺， 欲取之耳。”⑤

自朱元璋起， 明廷与北元及其后继者之间相互攻防了二百六十多年， 两者演化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

又一个南北朝。 由于政权正统之争， 朱明王朝明显在传国玺这一核心问题上处于劣势， 故明朝将北元视

为心腹之患。 于是， 明朝费尽百年时间， 在陆上修筑了万里长城； 在海上则设卫所于黄海、 渤海北岸。
陆防北元王朝非常明显， 毋庸置疑。 实际上， 实施海禁也是当时防范北元的重要环节， 这从朱元

璋加强辽东海防体系设置便可窥见一斑。 北黄海既与朝鲜半岛相连， 又是洪武初年北元控制之地， 渤

海则是大都的门户， 二者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故朱元璋认为， “沧海之东， 辽为首疆”⑥。 洪武

四年 （１３７１）， 辽东的北元将领刘益上表投降时， 朱元璋便在得利赢城 （今辽宁大连） 设置了辽东卫

指挥使司。⑦ 此后， 朱元璋相继设置了盖州卫、 金州卫、 复州卫等十余个卫， 以加强沿海防御体系。
辽东都指挥使司 “东至鸭绿江， 西至山海关， 南至旅顺海口， 北至开原”⑧， 既防御北元从海路上攻

明， 又防反明势力从海路投附北元。
应该说， 朱明王朝没有传国玺， 进而没有获得 “天命”， 其对北元的军事优势短时间便丧失殆

尽， 这加剧了朱元璋因极度自卑而显现为极度多疑与敏感的性格， 进而促使其北部修长城， 东部封禁

海洋， 圈养帝国臣民的动因之一。
２. 明初文人多不仕

明初， 明与北元之间既有军事之争， 还有对文人士子的争夺。 文人士子是古代官僚群体的主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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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是国家赖以统治百姓、 传播主流思想的重要群体， 往往期望入仕以实现政治抱负。 但明初有

“文人多不仕”① 的怪象。
导致该 “怪象” 产生的原因很多， 其中， 文人眷恋前朝无疑至为重要。 钱穆认为眷恋前朝是明

初士人的真实心态， 甚至连刘基、 宋濂等开国重臣也不例外。② 郑克晟亦认为明初江南士人普遍追怀

元代， 而对新兴的朱明政权殊少亲近之感。③ 史载： “当元亡时， 守土臣仗节死者甚众。”④ 入明后，
部分文人依然存有忠君思想， 不忘故国， 仍对元效忠。 如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 太祖召杨维桢纂礼乐

书， 杨维桢谢绝曰： “岂有老妇将就木， 而再理嫁者邪？”⑤ 即不事二主之意。 又如丁鹤年 “自以家

世仕元， 不忘故国， 顺帝北遁后， 饮泣赋诗， 情词凄恻”⑥。 又如戴良、 王逢 “不忘故主， 每形于歌

诗， 故卒不获其死”⑦。
能垄断一国思想、 学问的文人士子们， 却眷恋元朝， 不肯事二君， 这狠狠地打击了朱元璋的自尊

心， 使得他更变本加厉地猜忌文人， 不遗余力地残害文人。 早在洪武九年 （１３７６）， 平遥训导叶伯巨

就上疏指出： “今之为士者， 以溷迹无闻为福， 以受玷不录为幸， 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 以鞭笞捶

楚为寻常之辱。 其始也， 朝廷取天下之士， 网罗捃摭， 务无余逸。 有司敦迫上道， 如捕重囚。 比到京

师， 而除官多以貌选。 所学或非其所用， 所用或非其所学。 洎乎居官， 一有差跌， 苟免诛戮， 则必在

屯田工役之科。”⑧ 洪武十九年 （１３８６）， 朱元璋又制定了严酷的法令： “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 是自

外其教者， 诛其身而没其家。”⑨ 此外， 胡惟庸、 蓝玉等案被屠戮的十余万人中， 除了少部分贪官污

吏和骄横的武将外， 相当大一部分是后来入仕的文人士子们， 而且当中有为数众多的无辜受牵连者。
除了迫害、 杀戮文人外， 海禁可以防止眷恋元朝的文人从海路北投北元。 戴良在隐居四明山之

前， 曾 “挈家泛海， 抵登、 莱， 欲间行归扩廓军”�I0。 由于海道受阻， 他在昌乐寓居数年之后， 才于

洪武六年 （１３７３） 南归。 类似事情很多， 很难不引起朱元璋的警惕， 加之眷恋北元之文人士子人数

众多， 张士诚、 方国珍之余党仍在海外， 促使朱元璋不但在东南沿海， 还在辽东推行海禁， 以防止文

人士子出海与北元或与方国珍、 张士诚余党联系。
３. 元明之际的耽罗岛归属

明朝对付北元的海防， 除针对黄、 渤海北岸与日本海西岸之外， 还有更重要的耽罗岛弃守问题。
耽罗岛， 即今韩国之济州岛。 在元朝之前， 耽罗岛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元世祖忽必烈君临大都

后， 探知耽罗为 “海外巨镇， 宋商岛倭无时不往来”�I1， 便在至元十年 （１２７４） 六月派兵征服了耽罗

岛， 设立耽罗国招讨司， 任命失里伯、 尹邦宝为正副招讨使， 留下 １７００ 名兵丁屯守。�I2 招讨司之设

立， 达鲁花赤之派遣， 标志着元朝从法理上正式统治耽罗， 其军政、 赋役、 刑名、 钱谷、 居民等均纳

入元朝的直接管辖之下。
至正二十七年 （１３６７）， 鉴于元军在中原连连败北， 明军开始向大都挺进， 高丽借机提出 “请令

本国自遣牧使万户， 择牧胡所养马以献， 如故事”�I3 的方法来获得耽罗岛的治权。 当时， 元顺帝为躲

７０１宋元海陆双重帝国架构何以樯倾楫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I1
�I2
�I3

赵翼： 《廿二史札记》 卷 ３２ 《明史·明初文人多不仕》， 王树民校正，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 年， 第 ７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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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明军， “欲避乱济州”①。 为稳定高丽， 他同意了高丽的请求， 但这绝非主权的让渡。 至正二十八年

（１３６８）， 元顺帝撤往上都。 高丽恭愍王趁机于翌年以金世为耽罗安抚使， 意欲控制耽罗。 但当时高

丽与元朝之间的宗属关系并没有解除， 元朝 （北元） 征东行省仍在运行， 高丽国王既是本国国王，
也是征东行省丞相， 亦即北元官员， 故从法理上说， 耽罗岛主权仍属元朝。

明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 高丽对明称臣。 次年， 高丽向明廷递交 《耽罗记禀表》 曰： “窃以耽罗之

岛， 即是高丽之人， 开国以来， 置州为牧。 自近代通燕之后， 有前朝收马其中， 但资水草之饶， 其在

封疆如旧。”② 但明朝对该表中的欺瞒之言， 心知肚明， 没有上当。 于是， 高丽于洪武五年 （１３７２），
再次上表直击朱元璋的要害： “耽罗国恃其险远， 不奉朝贡， 及多有蒙古人留居其国， 宜徙之。 兰秀

山逋逃所聚， 亦恐为寇患， 乞发兵讨之。”③

毫不夸张地说， 兰秀山等反明势力逃到耽罗岛是能直接触动多疑且敏感的朱元璋的。 兰秀山反明

势力与方国珍、 张士诚余部均有瓜葛， 朱元璋十分惧怕他们在海外建立反明基地。 于是回复说： 既然

“耽罗居海之东， 密迩高丽。 朕即位之初， 遣使止通王国， 未达耽罗。 且耽罗已属高丽， 其中生杀，
王已专之”④， 主动放弃了对耽罗的主权。

朱元璋主动放弃耽罗岛主权， 大体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 急欲得到周边国家承认其政权合法。 高丽虽然对明称臣， 但其与元朝之间的宗属关系并没

有解除， 二者之间的使者频繁往来， 令朱元璋大为担心⑤。 仅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 北元朝廷就多次派

使者前往高丽。 如二月， 纳哈出遣使到高丽 “献方物， 仍求官”⑥； 三月， “达靼王哈剌八秃及也先

不花也遣使前去聘问”；⑦ 五月， 北元丞相扩廓帖木儿也在遣使。⑧ 北元使者频繁前往高丽， 很难不

令朱元璋担心二者继续勾结， 消解明朝在周边的威望。
其二， 希望高丽帮助其镇压逃亡到耽罗岛的各路反明势力。 当时的反明势力之盛， 通过兰秀山反

明集团就可以体察。 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 二月， 海战名将汤和征闽师还， 路过宁波海域时， “兰秀山贼

窥伺而叛， 失陷指挥徐琇张俊等官军”⑨， 类似事例还有不少， 恕不列举。 因此， 他们逃到耽罗岛之

事使得朱元璋极为惶恐。
其三， 想将主动投附或被明军俘虏的元朝王公贵族流放到耽罗岛， 令高丽负责看守。 洪武二十一

年 （１３８８）， 朱元璋下诏给高丽： “耽罗之岛， 昔元世祖牧马之场。 今元子孙来归甚众， 朕必不绝元

嗣， 措诸王于岛上， 戍兵数万以卫之， 两浙发粮以赡之， 以存元之后嗣， 使元之子孙复优游于海中，
岂不然乎？”�I0 翌年四月又下诏： “故元诸王来降者俾居耽罗国， 且遣中使往谕其国， 为造庐舍处

之。”�I1

应该说， 朱元璋过于重视防民、 防边 （北元）， 既未意识到耽罗岛的战略地位， 又不想让一个四

面环海且四面临敌、 难以防守的耽罗岛影响其海禁国策， 故主动放弃了耽罗岛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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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明朝的癣疥之疾———倭寇的另类 “道具” 角色

　 　 １. 前期倭寇的活动及明廷之态度

倭寇出现于元末， 盛行于明中期。 国内外学者根据倭寇活动的时间、 范围和构成的差异， 将 １４
世纪中叶到 １５ 世纪前半期的称为前期倭寇， 其主体是日本破产农民、 破产武士等， 主要侵扰对象是

日本海西岸、 黄海及东海北部沿岸地区； １６ 世纪中叶之后的称为后期倭寇， 主体是明朝沿海居民与

少量日本人， 他们均把发型剃成日式半月形， 主要侵扰对象为黄海、 东海与南海沿岸地区。①

明朝应对倭患， 主要采取了两个措施： 第一， 诏令浙江、 福建等滨海九卫， “造海舟六百六十

艘， 防倭寇”， “造多橹快船， 以备倭寇”②。 以此为基础， 洪武六年 （１３７３） 正式建立巡倭制度， 到

洪武十二年 （１３７９） 基本形成 “每千户所设备倭船十只， 每一百户船一只， 每卫五所， 共船五十只，
每船旗军一百名， 春夏出哨， 秋回守”③ 的格局。 第二， 建立卫所， 设置备倭官员与机构， 其中 “大
为卫， 置军四千六百四十人； 其次为所， 置军一千一百余人； 又次为巡检司， 置弓兵百人， 少亦不下

数十人， 皆大小相维， 经纬相错， 星置棋布”④。
与上述明朝以陆防海相对照， 明朝初期拥有了一支独步于世界的高效率海军与至少 ３５００ 艘舰船。

３０ 年后的永乐三年 （１４０５） 郑和下西洋， 仅一个舰队就有士卒 ２７ ８００ 人。 这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

远洋船队先后 ７ 次越过东海、 南海与北印度洋， 航行持续了 ２８ 年之久。
就当时倭寇实力而言， 曾有过洪武六年福建海军将领张赫意外追杀且轻松剿灭倭寇于琉球大洋的

事例， 二者之间实力之悬殊， 一目了然。 实际上， 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 俞大猷等也强调， “倭舟自

来矮小， 如我之小苍船， 故福船乘风下压， 如车碾螳螂”⑤， “倭贼虽勇悍， 然用功海上， 定靖可

期”⑥， “防海之制， 谓之海防， 则必宜防之于海”⑦ 等。 尽管如此， 明朝海军却不将战舰游弋于海

上， 或歼敌于海中， 或犁其巢穴。 反而洪武初期一次海战既成终战， 从此龟缩于陆上， 以陆制海。 不

消说， 精明强干的朱元璋及朱棣有如此有违基本常识与逻辑的行为， 自然有无法宣之于口的深意。
２. 海上私人贸易的复活、 后期倭寇与 “禁倭” “存倭” 之争

桂、 粤、 闽、 浙沿海自唐末以降， 便显现出人多地少的矛盾， 因而只能以耕海为主要营生。 沿海

居民以海为田， 是挡不住的经济需求。 于是， “明中国的对外贸易， 也就奇特地利用走私道———偏道

作为常道”⑧。 海上私人贸易成为官府人员敛财的工具， 官方纵容海商出海， 以便于从中抽成。 对于

不与自己合作的海商、 渔民， 官府则坚决镇压， 借机没收海商财产。 如嘉靖十三年 （１５３４）， 浙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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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扣留了停泊在浙东南沿海松门港等处的 ５０ 多艘私人海外贸易船， 船上的海商均被当作海盗予以刑

讯， 大多数被折磨死， 存活者则被发配边关充军。① 对此， 明政治家郑晓说， 明朝 “宠赂公行， 官邪

政乱， 小民迫于贪酷， 苦于役赋， 困于饥寒， 相率入海为盗。 盖不独潮惠漳宁绍徽歙奸商而已。 凶

徒、 逆贼、 罢吏、 黠僧及衣冠失职， 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 皆从之， 为乡道， 为奸细”②。
由是而论， 明朝对海上私人贸易的政策是一组矛盾的有机结合体： 一方面， 地方官府成为私人贸

易的保护伞， 大批沿海居民投身其中，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另一方面， 明皇室严厉打击和压制私人

海上贸易的发展， 逼得海民沦为 “倭寇”。 在此双重政策下， 东南沿海的海商从 １６ 世纪初期开始走

向集团化， 以期通过组织化手段保护自己的生存空间， 他们成为后期倭寇的主体力量。 其间， “倭
寇” 实质上充当了三重 “道具” 角色： 即皇室要留着 “倭寇”， 以便对百姓实施海禁国策， 沿海地方

官员需要它来敛财， 海上事业与贸易群体需要这个 “倭寇” 角色来维持生计。
因此， 出现了提督浙江福建海防军务的浙江巡抚朱纨实施 “革渡船， 严保甲， 搜捕奸民” 举措、

清剿倭寇巢穴双屿港、 在走马溪斩杀盗首李光头等之后， 便接连遭受了闽浙官宦集团的严厉弹劾。 被

褫夺职务后的朱纨突然明白自己 “执法既坚， 势家皆惧”， “纵天子不欲死我， 闽浙人必杀我”， 只好

自尽。 于是， “自纨死， 罢巡视大臣不设， 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③

３. “嘉靖倭难” 及参加者身份来源

１６ 世纪 ５０ 年代， 江浙沿海一带形成了 “倭寇” 王直集团称霸的局面。④ 王直系徽州歙县人， 从

事海上贸易发了大财后， 便赴日本九州一带， “哄带日本各岛贫穷倭寇借其强悍以为羽翼”⑤， 并

“据萨摩州之松蒲津， 号曰京， 自称徽王， 部署官属， 控制要害， 凡三十六岛之夷， 俱从指挥”⑥。 此

时， 王直有巨舰百余艘， 拥众 ２０ 万。 尽管如此， 王直始终想促使朝廷开放海禁、 推动海上贸易合法

化， 却遭到官府的无情拒绝。
１５５２ 年至 １５５３ 年， 王直欲以行动促使明廷开放海禁， 先攻松江、 温州， 破黄岩， 再 “纠岛倭及

漳泉海盗”， 率巨舰百余艘 “蔽海而来， 浙东西、 江南北、 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⑦ 时称 “嘉靖倭

难”。 １５５４ 年， 王直被浙江总督胡宗宪诱杀， 但 “倭乱” 直至十多年后才稍稍平息。
那么， 发动与参加 “嘉靖倭难” 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呢？ 经过多年实证性研究， 普遍证明嘉靖年

间 “倭寇” 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 且首领大都为中国人， 而非 “真倭”。 陈懋恒曾对嘉靖年间的

许栋、 王直等 １６ 个著名倭寇首领进行甄别， 考证出 １４ 人的出生籍贯是东南沿海的闽、 粤、 浙、 徽，
陈东与邓文俊两人因材料不足， 不能确之其出生籍贯。⑧ 林仁川则对李光头等 ５３ 个著名倭寇首领的

出身进行了实证： “在这五十三名倭寇首领中， 能比较断定是日本人的有： 稽天新四郎， 高赠乌鲁美

他郎， 薛柴门三不郎、 尚乾等， 约占百分之七左右， 其他如李哪哒， 二罗表乃、 噢沙士， 机尾安哒，
国籍不明。 而其中比较确定为中国人有四十四人， 约占百分之八十三左右。”⑨ 也就是说， “嘉靖倭

难” 本质上是一场由明朝海商、 沿海势家为主导， 联合渔民与靠海求生者， 雇佣少量日本破产农民，
反抗明廷对百姓实施海禁国策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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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当时的人们对 “倭寇” 组织中倭人极少、 华人居绝大多数， “倭寇” 主要由中国人扮演

的情景， 心知肚明。 所谓 “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 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①； 闽地 “倭寇止十

二三耳， 大抵皆闽乱民也”②； 而粤地则 “奈之何民之不为贼也， 而广之遍地皆贼”③。
中国人之所以打着 “倭寇” 的旗号抵抗明廷， 林仁川认为， “第一， 是王直等海商有意制造混

乱， 使人不易识别其庐山真面目”； “第二， 明朝将领为了冒报战功而有意造成的”。④ 实际上， 更主

要的原因是拥有话语权的明朝沿海士大夫们为了证明海禁政策之正确， 以便借用手中的权力从该政策

中获利。 因为只有 “倭寇” 存在， 沿海官宦集团才能施展 “白手套” 手法以谋取私利， 故对 “海上

之寇， 概以倭子目之”⑤， 而 “诸司奏乱， 止云倭寇， 未云首恶”⑥。

结　 　 语

　 　 宋元海陆双重帝国架构形成的前提是官民共同航海、 共同经营海上贸易， 其实施海上贸易主要是

为了经营牟利， 而非仅供皇室与官府享用， 但这些与朱元璋的理念与理想大相径庭。
第一， 明朝颠覆宋元官民共同航海传统之缘由， 可以从清雍正帝对朱元璋一针见血的评价中得到

启示： “朕读洪武宝训， 见明太祖时时以防民防边为念。 盖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 恐人袭其故

智， 故汲汲以防民奸； 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 故兢兢以防边患。”⑦ 诚如斯言。 就开国者的个

人性格原因而言， 因出身、 生长环境与侥幸取胜经历之故， 朱元璋极度自卑却表现出极度自尊、 敏感

与多疑， 极端不信任臣民， 嗜杀成性， 屠尽功臣， 希冀圈养天下百姓以厚养朱氏一家， 保证子孙枝繁

叶茂。 鉴于海洋浩渺无际， 百姓出海则无法控制， 加之元末 “首义” 反元的浙东方国珍、 占据江浙

皖等地且拥有带甲将士数十万的张士诚， 均依靠海上渔盐交贸之利崛起， 而两人失败后， 残余势力藏

匿海岛， 这愈发触动了朱元璋的敏感神经。 于是， 明朝在北起辽东、 南讫广东的沿海， 耗费巨大人

力、 物力与财力， 通过设置卫所、 屯军 ４０ 万等举措， 严禁民间百姓出海， 以便皇室垄断海上贸易之

利。 在此， 最简单的 “防民” 之法， 便是将其固着于居住地， 监视其言行， 沿海实施海禁， 陆地则实

施边禁。
第二， 朱元璋对其子孙的厚爱可谓空前绝后。 在政治上， 大肆封王， 皇亲国戚有犯， 不许官府

“擅自拿问”⑧； 在经济上， 则予以超特权而不变， 高官厚禄， 锦衣玉食， 使得朱氏子孙的繁衍速度快

得惊人。 到了明末， 其宗室人口已接近 １００ 万，⑨ 导致整个国家的百姓都奉养不起朱家人。 仅以嘉靖

三十二年 （１５５３） 禄米为例， 以全国同期田赋收入 ２２ ８５０ ５９５ 石计， 宗室禄米一项竟占 ３７. ３３％，�I0
其强占土地， 染指盐利、 矿藏与商业等尚不计算在内。 厚养宗室需要财力， 朱元璋便将朝贡贸易、 海

上贸易之利垄断于皇室， 用太监主管市舶司。 凡此种种， 均是朱元璋颠覆宋元二朝海洋事业传统， 断

然地实施民间百姓 “片板不得下海”、 皇室及官府垄断经营海上各项事业之国策的内在缘由。 即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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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祖派郑和 ７ 次下西洋以满足其个人欲望之际， 还不忘严令民间百姓 “片帆寸板不许下海”。 对此，
明兵部郎中唐顺之一语道破天机： “国初设立市舶之意， 毋泄利孔， 使奸人得乘其便。”① 吏部尚书张

瀚则更直白： “市舶本以禁海贾、 抑奸商， 使利权在上， 罢市舶而利孔在下， 奸豪外交内诇， 海上无

宁日矣。”②

第三， “倭寇” 问题几乎与明朝存亡相始终， 但明末之前的日本不仅没有能力侵略中国， 反而时

常遭受中国王朝的征伐。 由日本破产农民、 浪人组成的 “倭寇” 集团更不可能是强大明朝的对手。
拥有碾压式海陆军优势的明朝之所以不一举荡灭倭寇， 是因为明廷 “防倭” 的目的并非仅为了保卫

沿海地域免受侵略或者生灵免遭涂炭， 而主要是想借此 “防民”。 也就是说， 明廷以 “抗倭” 为名修

筑的全长约 １. ４ 万余里的海防卫所， 主要是为了实施海禁政策， 防止民间百姓入海营生和海上贸易。
因为国内臣民才是朱家的心腹之患， 而倭寇只是癣疥之疾。 只有 “倭寇” 存在， 才有理由实施海禁。
如此一来， 既能保障明皇室与官府垄断海上贸易之利， 又能防止这些海民拥有足够的能量反对明朝统

治。 因是之故， 戴商煊认为， “倭寇患与平定倭患的战争， 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③。
那么， 何以如此对待倭寇呢？ 这个问题朱元璋早已道明， 史载洪武五年 （１３７２）， “倭复寇边，

海上不宁。 上谓刘基曰： ‘东夷固非北胡， 心腹之患， 犹蚊萤警寤， 自觉不宁。 议其俗尚禅教， 宜选

高僧说其归顺’ ”④。 这里的 “东夷” 系指日本， 本处则指倭寇， “北胡” 指北元王朝， 其核心意涵

是倭寇不能威胁到明朝皇权， 故系 “蚊萤警寤”， 是疥癣之疾， 而握有古代中国合法王朝才有的 “传
国玺” 的北元， 以及可能取彼而代之的国内臣民则是 “心腹之患”。

第四， 朱元璋始终视北元为心腹大患， 只要北元存在一天， 根植于其内心深处的自卑便无法排

解， 这深刻地影响着明代政治。 北元横亘于蒙古草原到日本海的广袤地带， 与明朝几乎共存亡。 为了

防范北元及其后继者， 朱元璋及子孙不遗余力地修筑陆上长城， 以抵御北元的正面攻击。 同时在渤

海、 黄海北岸建立卫所， 厉行海禁， 既防止北元南下， 更防止 “明初文人多不仕” 中的一部分人北

上投靠北元。
第五， 正是由于朱元璋汲汲于防民、 防边， 令他厉行海禁， 根本无法认识到耽罗岛的战略价值。

加之自卑所带来的妄自尊大与无知， 使得他深感四面环海、 孤悬海外、 高丽觊觎、 反明势力躲避追杀

之地的耽罗岛是一个累赘， 是反明势力之渊薮。 于是， 将原本主权属于元朝的耽罗岛轻易地送给了高

丽， 以换取高丽与北元断绝宗属关系。 一个重要的海上中转站与战略要地就这样成为邻人之物。 应该

说， 耽罗岛之丧失是朱元璋式海禁、 防边政策的必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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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ＳＧ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ｕｓｉｎｇ ＥＳＧ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Ｆｏｒｂｉｄ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Ｓｅａ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Ｙｕ Ｆｅｎｇｃｈｕｎ　 Ｔａｎ Ｊｉｎｇｘｉａ　 （１００）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ｄｕａｌ ｅｍｐｉ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ｅａ， ｗｈｉｃｈ，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ｅ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 ｔｏ Ｇｏ ｔｏ Ｓｅａ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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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Ｔａｉｚｕ ｗｏｒｒｉ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ｍｉｇｈｔ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ｍ．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Ｚｈｕ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ｂｙ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ａｌ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ｂ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ｉｔ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 ａｎｄ ｖａｇｒａｎｔ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Ｇｕａｒｄ” ｍｅａｎｔ ｔｏ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ｉｒａｔｅ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Ｓｈｕ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ｈｉｓ ｄｅｓｃｅｎｄａｎｔ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ａ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ｓｅａｌ ｔｈａｔ
ｓｙｍｂｏｌ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ｍｉｌｉ⁃
ｔ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ｙ ｆｏｒｃｅ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ｆｏ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ｉｒａｔｅｓ， 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ｈａ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ｎａｖ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ｉｔ ｄｉｄ ｎｏｔ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ｇｏ ｏｕｔ ｔｏ
ｓｅａ ｔｏ ｓｗｅｅｐ ａｗａｙ ｔｈｅ ｐｉｒａｔｅｓ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ｎ ｌａｎｄ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ｂｕｔ ｗｅａｋｅｒ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ｗａｒｆａｒｅ” ．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ｉｔ
ｂｕｉｌｔ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ｏａｓｔｌｉｎｅ ｔｏ ｆｏｒｂｉ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ｌｓｏ “Ｇｕａｒ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
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ａ ｂａ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ｈｏ ｍｉｇｈｔ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Ｚｈｕ'ｓ ｐｌａｃｅ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ｏｕｂｌｅｓ” ．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ｉｒａｔｅ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ｍｏｂｓ，
ｗｅｒｅ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ａ ｍｉｎｏｒ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ｄｉｄ ｎｏｔ ｐｏｓｅ ａ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ｔｈｅｙ ｂｅ⁃
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ｕｓｅ． Ｔｈｅ ｐｉｒａｔｅｓ’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ｇａｖｅ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 ｒｅａｓｏｎ ｔｏ ｂａｎ ｔｈｅ ｓｅａ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ｚｅ ｉｔ， ｗｈｉｃｈ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ｉｎｅ ａｎｄ ｆａｋｅ
“ｐｉｒ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Ｍｉｎｇ Ｅｍｐｉｒｅ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Ｂｅ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Ｓｈａｎ Ｘｉａｏｘｉ　 （１５１）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ａ “ｍｕｌｔｉｖｅｒｓｅ”，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ａ ｗａｙ ｏｆ ｂｅｉｎｇ” ．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ａｙｅ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ｇａｍｅｓ， ｔｈｅ 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ｓｅ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 Ｉｔ ｉ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ｆｏｕ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ｍａｌｌ ｐａｒｔｓ：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ｍｉｒｒｏｒｅｄ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ｗｈｉｃｈ ｓｕ⁃
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ｅ ａｎｄ ｂｌｅｎｄ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ｂｏｔｈ ｕｐｗ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ｍａｌｌ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 ｇｏ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ｉｇｇｅｒ ｉｎ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ａ ｗｏｒｌｄ ｅｑｕａｌ ｉｎ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ｉｒｔ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ｏ “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ｉｇｇｅｒ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ｉ⁃
ｔｙ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ｉｎ ｒｅａｌｉｔｙ” ．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ｄａｙ'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ｉｓ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ｗｏｒｌ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ｔａ⁃
ｖｅｒｓ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ｗｏｒｌｄ， ｏ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ｍｉｒｒｏｒｅｄ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ｂ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ｖｉｒｔｕａｌｉｔｙ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ｔｏ ｂｅ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 ｓｅｌ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ｂ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 “ａｕｔｏｐｏｉ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ｗａｙ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ｔｙｐ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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